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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扬州市广陵区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何莎莎１ꎬ２ꎬ李　 欣１ꎬ３ꎬ何春龙４ꎬ方　 斌１ꎬ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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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土地利用数据ꎬ结合 ＡｒｃＧＩＳ 和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４.２ 计算研究区各类景观指数ꎬ分析广陵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格局与过程特征ꎬ为研究区生态风险管控措施的制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研究结果表明:
(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广陵区景观格局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ꎬ草地、林地、耕地和水域面积降幅明显ꎬ建设用地扩张

明显ꎬ扩张面积主要来自耕地和水域面积的转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广陵区景观破碎度整体呈降低趋势ꎬ分离度也

明显的降低ꎬ分维数整体变化不大ꎬ耕地的分维数最高ꎬ最小的是其他土地. (２)景观生态风险等级有逐渐降低

的趋势ꎬ中度风险区面积明显减少ꎬ而轻度风险区面积有所增加ꎬ高度风险区面积减少也比较明显. (３)从空间

分布上分析ꎬ整体上广陵区的风险类型从西部向东部风险等级有增加的趋势. 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施桥镇、沙
头镇和头桥镇等农村地带ꎬ该区域主要的景观类型是耕地ꎬ极易受到人为活动的干扰ꎻ轻度风险区主要分布在西

北部的汤汪乡和杭集镇周边的农村地区ꎻ微度风险区大部分在广陵区市辖区ꎬ主要的景观类型是建设用地ꎬ抗干

扰能力强ꎬ风险值最低. 基于不同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风险评价ꎬ对建立研究区生态风险预警机制、降低生态环

境风险、维护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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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类型结构和格局复杂ꎬ空间异质性突出ꎬ预估未来区域生态系统的演化趋势是生态系统研究

的重点方向[１] . 生态风险评价是当区域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时ꎬ对区域生态环境负面效应的可能性

进行评估[２－３] . 近年来由于人类开发活动频繁ꎬ生态环境问题加重ꎬ生态风险评价逐渐成为研究和解决环

境问题的重要手段[４] . 在人类活动占主导地位的景观内ꎬ土地利用变化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生态系统

的影响ꎬ土地利用的方式和强度的不同会对生态产生区域性和累积性影响ꎬ并且可以比较直观地作用在生

态系统的结构和组成上[５－７]ꎬ因此ꎬ如何进行科学的生态风险评价及风险格局演化分析ꎬ对建立生态风险

预警机制、降低生态风险概率、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８]ꎬ如何科学分析生态风险的变化过

程ꎬ探讨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机理ꎬ评估其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ꎬ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已成为社会科学、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９－１１] .
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ꎬ近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了显著变化ꎬ从 １９９０ 年美国环保局提出生态风

险评价的概念二十多年以来ꎬ生态风险评价取得了长足进展[１２] . 学界对生态风险评价的研究方法和模型

需求与日俱增ꎬ该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ꎬ但同时也存在着理论和方法上的问题和制约[１３－１８] . 当前ꎬ基于土

地利用的生态风险评价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从风险源、生境和生态受体等着手ꎬ建立区域生态风险评价

模型[１９] . 如刘晓等[２０]以三峡库区重庆开县消落区为研究对象ꎬ引入相对风险模型ꎬ计算该地区不同风险

小区土地利用的综合生态风险值ꎬ研究结果可为三峡库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风险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ꎻ
周启刚等[２１]应用正态云模型既能直观地看出各评价指标的状态ꎬ也能客观地反映出各评价指标对整个三

峡库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影响. 当前研究中土地生态风险来源较为单一化ꎬ风险来源局限于土地利用

变化ꎬ较少扩展到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及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造成的多种自然、社会风险. 此外ꎬ土地生

态风险概念模型的构建相对简单ꎬ主要考虑景观因子和土地利用类型ꎬ缺乏在土地生态系统结构、组分、功
能相互作用基础上的风险受体和社会环境效应表征[２２]ꎻ二是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出发ꎬ构建生态风险指数

进行生态风险评价. 如赵岩洁[２３]和田鹏[２４]等从景观格局的角度构建生态风险指数ꎬ探索土地利用变化对

区域生态风险的影响. 该方法是采用景观生态学中景观格局的数量分析方法ꎬ从单个斑块特征分析、单一

景观要素的格局分析及景观镶嵌体特征分析等 ３ 方面ꎬ不仅可以定量地描述景观结构ꎬ建立景观结构与功

能间的相互关系ꎬ而且可以从景观结构的变化来推断功能的改变ꎬ从而分析景观格局和结构的变化[２５] . 广

陵区位于扬州城市东部ꎬ区内文化底蕴深厚ꎬ生态环境优美ꎬ其无可比拟的生态资源为广陵区的发展增添

了独具魅力的生态优势和活力引擎.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ꎬ广陵区作为目前扬州新城开发的重点区域ꎬ生态

系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ꎬ因此ꎬ本文以扬州市广陵区为研究区ꎬ构建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ꎬ
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的景观格局进行生态风险评价分析ꎬ揭示研究区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特征ꎬ以期为

扬州市广陵区生态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技术支持及决策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广陵区隶属于江苏省扬州市ꎬ东经 １１９°２６′、北纬 ３２°２４′ꎬ东傍南水北调取水口———廖家沟自然风光

带ꎬ西依京杭大运河十里景观带ꎬ南临长江沙洲ꎬ北靠茱萸湾公园及风光秀美的凤凰岛旅游区ꎬ是扬州最大

的城市氧吧. 广陵区生态环境优美ꎬ拥有大片湿地ꎬ水网密集ꎬ水资源丰富ꎬ南傍长江ꎬ古运河、京杭大运

河、廖家沟三条河流呈“川”字型南北贯通境内. 全区水域面积近 ９０ ｋｍ２ꎬ共有各类河流近 ２６０ 条ꎬ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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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 ２ 个ꎬ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内ꎬ属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ꎬ年平均温度 １４.８°Ｃꎬ全年平均无霜期 ２２０ ｄꎬ
平均日照 ２ １４０ ｈꎬ年降水量 １ ０３０ ｍｍꎬ全区总面积约 ３４０ ｋｍ２[２６]ꎬ下辖 ４ 个街道、７ 个乡镇ꎬ５６ 个社区ꎬ总
人口约 ４３.０７ 万人. 该区地势西高东低ꎬ平均海拔较低ꎬ属于典型的平原地带ꎬ但是景观结构丰富ꎬ以耕地、
建设用地为主.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来源于扬州市广陵区国土局ꎬ参照 ２０１７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ꎬ参考国内已

有的土地利用 /覆被分类体系[２７]ꎬ利用 ＥＮＶＩ５.０ 和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软件将研究区景观要素分为耕地、林地、草
地、水域、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等 ６ 大景观类型. 再运用专家经验、室内影像判读与野外调查验证相结合

的方法ꎬ通过监督分类和人机交互目视解译得到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图. 本研究统一采用 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ｙ＿
１９４０ ＿ Ａｌｂｅｒｓ 投影坐标系ꎬ参考以往广陵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粒度效应的研究结果[２６] 可知ꎬ空间粒

度为 ６０ ｍ 时面积精度损失最小ꎬ所以ꎬ本研究采用的土地利用数据的分辨率是 ６０ ｍ×６０ ｍꎬ并在此基础上

建立生态风险指数ꎬ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中的空间分析方法及 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ｔ 模块ꎬ结合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４.２ 软

件ꎬ得到扬州市广陵区的生态风险指数空间分布图ꎬ对其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
２.２　 生态风险分析

本研究以景观生态学原理与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为基础ꎬ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和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构

建了流域生态风险综合指数ꎬ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ꎬ确定研究区生态风险状况.
２.２.１　 评价单元确定

结合前人相关研究经验[２８－３０]ꎬ并综合考虑研究区范围及处理工作量的大小ꎬ将研究区划分为 １.５ ｋｍ×
１.５ ｋｍ 的风险小区采样方格ꎬ采用等间距系统采样法ꎬ落在研究区范围内的风险小区共 １８５ 个. 分别计算

每一采样评价单元(生态风险评价样本)的生态风险指数值ꎬ以此得到单元中心点的生态风险水平ꎬ作为

生态风险评价空间插值分析的样本.
２.２.２　 评价指数与模型

景观格局所受的干扰度越大ꎬ则景观生态系统的敏感性亦越强ꎬ抵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越

弱ꎬ其生态风险也就越大[３１]ꎬ计算景观指数并构建综合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ＥＲ 来表征一个样地内综合

生态损失的相对大小[３２] . 基于现有的数据和以往研究成果ꎬ本文通过采样的方法将景观的空间格局转化

为空间化的生态风险变量ꎬ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建立一个基于多个综合景观格局指数的生态风险评价模型ꎬ
定量化地反映景观格局与生态风险的相关性ꎬ即通过景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和景观分维数构建景观干扰

度指数. 景观脆弱度指数主要用来表征不同景观类型内的生态系统结构的易损性. 由景观干扰度指数和

景观脆弱度指数来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ꎬ其计算公式如下:

ＥＲ＝ ∑
ｎ

ｉ ＝ １

ＡｉＩｉＲ ｉ
Ａｎ

ꎬ (１)

式中ꎬＥＲ表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ꎻｎ表示景观类型的数量ꎻＡｉ 表示景观 ｉ的面积ꎻＡｎ 表示区域总面积ꎻＲ ｉ 表
示景观 ｉ的脆弱度指数ꎻＩｉ 表示景观 ｉ的景观干扰度指数ꎬＩｉ 用于反映不同景观类型所代表的生态系统受

到干扰的程度ꎬ计算公式如下:
Ｉｉ ＝ａＣ ｉ＋ｂＦ ｉ＋ｃＤｉꎬ (２)

式中ꎬＣ ｉ 为景观破碎度ꎬ表示景观被分割的破碎程度ꎬ常被用于描述生态系统受到干扰后的破碎程度ꎬ该
指标是生物多样性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３３]ꎬ计算公式为:Ｃ ｉ ＝ ｎｉ / Ａｉ . 在景观类型单位面积一定的情况下ꎬ
景观类型 ｉ的斑块数目 ｎｉ 值越大ꎬ景观类型 ｉ越是破碎.

Ｆ ｉ 为分离度ꎬ指景观类型斑块在空间分布上的离散程度ꎬ数值越大景观类型的分布越分散[３４]ꎬ不同景

观类型之间相互演替就越频繁ꎬ计算表达式为:

Ｆ ｉ ＝ ｎｉ .Ａｎ / ２Ａｉ .
Ｄｉ 为分维数ꎬ是对景观类型斑块的形状复杂度的表述ꎬ用于描述景观在受到人为因素干扰后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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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程度ꎬ能够反映人类活动对景观的影响程度[３５] . 景观斑块形状越复杂ꎬ分维数就越大ꎬ分维数的范围

在 １ 和 ２ 之间ꎬ值越接近 １ꎬ则斑块形状越简单ꎬ受干扰的程度越强烈ꎬ当其值越接近 ２ꎬ则反之. 其计算表

达式为:Ｄｉ ＝ ２ｌｎ(Ｐ ｉ / ４) / ｌｎＡｉꎬ式中ꎬＰ ｉ 为研究区景观类型 ｉ的周长.
ａ、ｂ和 ｃ分别代表景观破碎度、分离度和分维数的权重ꎬ并且 ａ＋ｂ＋ｃ ＝ １.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３６]ꎬ结合

研究区实际ꎬ综合分析各景观指数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大小ꎬ认为研究区内建设用地、耕地、林地、草地、水域

受人为影响较大ꎬ而景观破碎度反映的是区域内人类过度活动对景观的破坏ꎬ所以其权重较大ꎬ分离度是

某一景观类型中不同斑块个体之间空间分布的离散程度ꎬ分维数反映了景观形状的复杂程度和景观的空

间稳定程度ꎬ而且研究区拥有大片湿地且水网密集ꎬ参考王娟等[３７－３９] 学者对流域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研

究ꎬ将破碎度、分离度和分维数分别赋权重值为 ａ＝ ０.５、ｂ＝ ０.３、ｃ＝ ０.２.
Ｒ ｉ 表示景观 ｉ的脆弱度指数ꎬ景观脆弱度指数表示不同景观类型对待干扰的抵抗能力[４０]ꎬ数值越大ꎬ

说明该区域景观对外界干扰的抵抗能力就越弱ꎬ生态系统越脆弱ꎻ反之ꎬ数值越小景观越稳定. 景观类型

脆弱性是将 ６ 种景观类型按抵抗外界影响能力分级ꎬ结合前人研究[２４ꎬ４１－４２]以及研究区实际情况发现建设

用地最为稳定ꎬ不易产生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ꎬ故将建设用地赋值为 １ꎻ未利用地是指荒草地、沙地、裸岩、
裸土地等ꎬ易受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而改变其土地利用类型ꎬ其景观脆弱性最强ꎬ最为敏感ꎬ故将未利

用地赋值为 ６ꎻ研究区水域面积远高于草地ꎬ且草地的面积减少率较大ꎬ所以根据研究区自身实际特点及

前人研究结果和各自脆弱性特点将草地、水域、耕地和林地分别赋值为 ５、４、３ 和 ２ꎬ然后进行归一化处理ꎬ
得到各景观类型的脆弱度指数:建设用地 ０.０４７ ６ꎬ林地 ０.０９５ ２ꎬ草地为 ０.２３８ １ꎬ耕地为 ０.１４２ ９ꎬ水域为 ０.１９０
５ꎬ其他未利用地为 ０.２８５ ７.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景观类型构成及变化

由遥感解译结果图(图 １)可知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人类活动区域逐渐扩张ꎬ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的空间

差异造成了景观格局和结构的演变. 景观格局的人为干预集中体现在非自然景观(建设用地)的拓展ꎬ不
同自然景观面积的增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ꎬ必然加剧城乡建设用地的扩展ꎬ特别是居民点、工商业用地和

基础设施逐渐向耕地、林地和水域地区扩展.

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变化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从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统计表(表 １)和土地利用景观类型转移矩阵(表 ２)可以发现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研究区所有景观类型面积的变幅差异比较明显ꎬ草地、林地、耕地和水域面积降幅明显ꎬ建设用地面积

增长速度较快. 其中ꎬ草地面积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４８ ｋｍ２ 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３９ ｋｍ２ꎬ由于草地本身面积较小ꎬ所
以减少面积亦较小ꎬ但下降幅度较大ꎬ为 １８.７５％ꎻ耕地面积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９.０４ ｋｍ２ 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６.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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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２ꎬ下降幅度为 ２.１５％ꎻ林地和水域的面积下降幅度分别为 ２.４０％和 ３.０２％ꎻ建设用地扩张明显ꎬ由转移

矩阵表格可知ꎬ扩张面积主要来自耕地和水域面积的转化ꎬ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幅高达 ４.９７％ꎬ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１２.７１ ｋｍ２ 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８.３１ ｋｍ２ꎬ是整个研究区面积增长最快的景观类型. 受土地利用自身属性和

不宜利用的因素影响ꎬ其他土地的面积变化不大. 相比周边地区ꎬ主城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ꎬ城市化进程

更快ꎬ土地利用强度更大ꎬ人们对居民用地的需求量更高ꎬ而主城区内土地利用紧张ꎬ因而耕地和水域成为

主城区内城市化扩张的基本来源.
表 １　 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类型
面积 / ｋｍ２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变化面积 / ｋｍ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面积变化率 / ％

草地 　 ０.４８ 　 ０.３９ －０.０９ －１８.７５
耕地 １０９.０４ １０６.７０ －２.３４ －２.１５

建设用地 １１２.７１ １１８.３１ ５.６０ ４.９７
林地 ２０.４５ １９.９６ －０.４９ －２.４０

其他土地 １.５０ １.５７ ０.０７ ４.６７
水域 ９１.３３ ８８.５７ －２.７６ －３.０２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景观类型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ｔ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ｋｍ２

类型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其他土地 水域 ２０１５ 年总计

草地 ０.３９ 　 ０.３９
耕地 ０.０１ １０３.９０ 　 １.７１ ０.０３ ０.０５ １.０１ １０６.７１

建设用地 ０.０７ ５.０３ １１１.００ ０.４３ ０.０３ １.７５ １１８.３１
林地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６

其他土地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４２ ０.０１ １.５８
水域 ８８.５７ ８８.５７

２０１０ 年总计 ０.４７ １０９.０４ １１２.７２ ２０.４５ １.５０ ９１.３４

３.２　 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分析

以研究区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景观分类图为基础ꎬ根据式(１)和(２)ꎬ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４.２ 景观指数软件得

出研究区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各类景观生态风险相关指数(表 ３)ꎬ将各相关指数与景观类型图叠加可得

各景观指数的空间分布图(图 ２) .
表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广陵区景观格局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ｌ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景观类型 年份 破碎度 Ｃｉ 分离度 Ｆｉ 分维数 Ｄｉ 干扰度指数 Ｉｉ 脆弱度指数 Ｒｉ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ＥＲｉ

耕地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０.１５４ ４
０.１６５ ０

０.９９９ １
０.９９９ ０

１.０７２ ４
１.０６９ ０

０.５９１ ４
０.５９６ ０

０.１４２ ９
０.１４２ ９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７ ６

林地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１.３７４ ９
１.３８８ ４

１
１

１.０５０ ２
１.０５０ １

１.１９７ ５
１.２０４ ２

０.０９５ ２
０.０９５ ２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５ ９

建设用地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０.２７３ ８
０.２５１ ７

０.９６６ ２
０.９３３ ０

１.０５１ ３
１.０５１ ９

０.６３７ ０
０.６１６ １

０.０４７ ６
０.０４７ ６

０.０１０ ８
０.０１０ ９

草地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１.７２３ ８
２.０７８ ５

１
１

１.０３６ ７
１.０３８ ４

１.３６９ ２
１.５４６ ９

０.２３８ １
０.２３８ １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 ４

水域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１.０７１ ９
１.０９７ ２

０.９９１ ２
０.９９４ ２

１.０４３ ８
１.０４３ ８

１.０４２ ０
１.０５５ ６

０.１９０ ５
０.１９０ ５

０.０４９ １
０.０４８ １

其他土地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４.９４８ ７
４.６９１ ８

１
１

１.０１６ ４
１.０１７ ４

２.９７７ ７
２.８４９ ４

０.２８５ ７
０.２８５ ７

０.００２ ４
０.００２ ５

广陵区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０.５１５ ２
０.５０６ ９

０.９８５ ６
０.９７３ ４

１.０５６ ３
１.０５５ ２

０.７６４ ５
０.７５８ ０

０.１１８ ５
０.１１６ ４

０.０９７ ８
０.０９５ ４

　 　 由图 ２ 和表 ３ 可以明显看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ꎬ广陵区景观格局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景观破碎度整体降低ꎬ２０１０ 年ꎬ其他土地的破碎度最高(４.９４８ ７)ꎬ其次为草地、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ꎬ
耕地的破碎度最低(０.１５４ ４) . 经过近 ５ 年的变化ꎬ除了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ꎬ各景观类型的破碎度均有升

高. 从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ꎬ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５ 年的破碎度空间分布较相似ꎬ沿廖家沟和芒道河流域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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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各景观格局指数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区域破碎度明显较大ꎬ该区域破碎度指数较大的主要原因是该区域的斑块数量居多ꎬ而且水体在生态环境

中属于易受人类干扰而发生变化的脆弱性景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流域分离度也有较明显的降低ꎬ其变化幅

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建设用地>水域>耕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广陵区的分维数整体变化不大ꎬ耕地的分维数

最高ꎬ其次为建设用地和林地ꎬ最小的是其他土地.
总体上ꎬ２０１０ 年广陵区整体生态风险指数(ＥＲ)为 ０.０９８ꎬ到 ２０１５ 年降低至 ０.０９５ꎬ生态风险指数整体

上虽然呈现降低的趋势ꎬ但结合生态风险指数的空间分布(图 ３)以及风险等级空间分布(图 ４)发现ꎬ研究

区的中度风险等级占比较大ꎬ所以整个研究区的生态风险形势依然严峻.
３.３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变化分析

根据公式计算广陵区各景观生态风险小区的生态风险值ꎬ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通过普通克里金插值法将

各风险小区的景观生态风险值插值ꎬ得到流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图.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生态风险值范围

分别为 ０.０２３ ５４~０.１４７ ８６ 和 ０.０３１ １７~０.１５１ ７６ꎬ其均值分别为 ０.０９８ 和 ０.０９５. 这表明流域景观生态风险

有略微好转. 本文借鉴前人比较生态风险值大小的经验[４３－４４]ꎬ根据流域各风险小区的景观生态风险值所

处范围ꎬ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中将景观生态风险值从小到大按照自然断点法ꎬ并统一间隔为 ０.０４ꎬ分为 ４ 类:
０.０２~０.０６ 为微度风险区ꎬ０.０６~０.１０ 为轻度风险区ꎬ０.１０~０.１４ 为中度风险区ꎬ>０.１４ 为高度风险区.

根据景观生态风险等级面积转移矩阵(表 ４)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ꎬ广陵区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变化

显著. 可以看出ꎬ景观生态环境质量有逐渐转好的趋势ꎬ即中度风险区转化为轻度风险区的面积比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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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图 ４　 生态风险等级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大ꎬ２０１５ 年ꎬ中度风险区面积明显减少ꎬ和 ２０１０ 年相比ꎬ中度风险区面积由原来的 １９３.４５ ｋｍ２ 减少到

１７６.９５ ｋｍ２ꎬ下降幅度是 ８.５３％ꎬ而轻度风险区面积有所增加ꎬ面积增加到 １３３.４８ ｋｍ２ꎬ增幅 ２９.４５％. 此外ꎬ
高度风险区面积减少也比较明显.

表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广陵区风险等级面积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ｔ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ｌ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ｋｍ２

风险等级 微度风险区 轻度风险区 中度风险区 高度风险区 ２０１５ 年总计

微度风险区 ２３.４８ ０.９２ ２４.４０
轻度风险区 １２.５４ ８７.４９ ３３.４５ ０.０１ １３３.４８
中度风险区 ０.７５ １４.７０ １６０.００ １.５０ １７６.９５
高度风险区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总计 ３６.７７ １０３.１１ １９３.４５ １.５１

　 　 从表 ４ 可以更为详细地看到各类风险之间的转移面积. ２０１０ 年主要风险类型为中度风险区ꎬ在整体

风险面积中占比高达 ５７.７５％ꎻ其次是轻度风险区ꎬ占比达到 ３０.７８％ꎻ然后是微度风险区ꎬ高度风险区面积

是分布类型最少的ꎬ仅占 ０.４５％. ２０１５ 年广陵区的主要风险类型仍为中度风险区ꎬ面积占比为 ５２.８２％ꎬ其
次分布较多的是轻度风险区和微度风险区 ２ 个类型ꎬ但是高度风险区面积占比只有 ０.００２％. 总的来说ꎬ相
对于 ２０１０ 年ꎬ广陵区的生态风险有所下降.

—５４１—

􀪉􀪉􀪉􀪉􀪉􀪉􀪉􀪉􀪉􀪉􀪉􀪉􀪉􀪉􀪉􀪉􀪉􀪉􀪉􀪉􀪉􀪉􀪉􀪉􀪉􀪉􀪉􀪉􀪉􀪉􀪉􀪉􀪉􀪉􀪉􀪉􀪉􀪉􀪉􀪉􀪉􀪉􀪉􀪉􀪉􀪉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４２ 卷第 １ 期(２０１９ 年)

从空间分布情况上进行分析ꎬ由图 ４ 可知ꎬ整体上 ２０１０ 年广陵区的风险类型分布为从西部向东部有

增加的趋势. 中度风险分布地区主要为河网平原地带ꎬ处于研究区的东南部. 风险较高的行政单元主要为

施桥镇、沙头镇和头桥镇等农村地带ꎬ结合前文的土地利用结构分析得知这里主要为粮食产区ꎬ耕地遍布ꎬ
其间分布了众多的农村居民点ꎬ加之处于平原地带极易受到人为活动的干扰ꎬ生态环境脆弱. 所以这一地

带景观类型分布多样ꎬ内部转化频繁ꎬ景观生态风险高.
西北部主要为轻度风险区ꎬ包括汤汪乡和杭集镇周边的农村地区ꎬ这些行政单元内主要分布的是耕地

和坑塘水面景观类型ꎬ其间也点缀了许多镇级以下农村居民点. 但相对于东北部耕地为主的景观基质ꎬ坑
塘水面相比较来说也要更为稳定ꎬ破碎化程度较低且受人为干扰程度相比于耕地较小ꎬ风险指数要小. 微

度风险等级类型大部分在广陵区市辖区ꎬ一般来说城镇中心是人类的主要活动场所ꎬ是完全的人工产物ꎬ
脆弱度相对于自然类景观低ꎬ并且景观类型单一ꎬ主要的景观类型就是建设用地ꎬ破碎化程度很低. 因此

城镇建成区最为稳定ꎬ抗干扰能力强ꎬ给生态系统的压力较小ꎬ它们的风险值最低.
２０１５ 年相较于 ２０１０ 年景观生态风险值略微降低ꎬ但是景观生态风险空间格局却发生了显著变化. 从

空间分布上来看ꎬ广陵区主城区的风险指数沿着城市外围扩大ꎬ由西向东蔓延. 从生态风险角度上来说ꎬ
城市外延使得原来破碎的景观蔓延成片ꎬ增加了建设用地景观的连通性ꎬ从而减小了风险值.

４　 结论与讨论

从生态风险的核心内涵可知ꎬ景观生态风险的风险源主要是人为景观的增加ꎬ自然景观的减少ꎬ人类

活动改变地表生态系统的格局与组成结构ꎬ从而影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空间分布ꎬ导致生态系统失

衡ꎬ生态风险增加. 生态风险的格局及演变特征是生态环境质量的直接表征ꎬ也代表生态系统受外界干扰

与抗干扰能力的强弱. 本文为了直观地描述广陵区内生态风险程度的空间分布特征ꎬ将景观格局特征与

生态风险评价相融合ꎬ分析研究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景观生态风险空间格局与过程特征ꎬ为生态风险管控措

施的制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研究结果表明:
(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ꎬ广陵区景观格局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ꎬ草地、林地、耕地和水域面积降幅明显ꎬ建

设用地扩张明显ꎬ扩张面积主要来自耕地和水域面积的转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景观破碎度整体降低ꎬ２０１０ 年ꎬ
其他土地的破碎度最高(４.９４８ ７)ꎬ其次为草地、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ꎬ耕地的破碎度最低(０.１５４ ４) . 经过近

５ 年的变化ꎬ除了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ꎬ各景观类型的破碎度均有升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广陵区分离度也有较

明显的降低ꎬ其变化幅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建设用地>水域>耕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ꎬ广陵区的分维数整体变化不

大ꎬ耕地的分维数最高ꎬ其次为建设用地和林地ꎬ最小的是其他土地.
(２)景观生态风险等级有逐渐降低的趋势ꎬ即中度风险区转向轻度风险区的面积比重较大ꎬ２０１５ 年ꎬ

中度风险区面积明显减少ꎬ而轻度风险区面积有所增加ꎬ高度风险区面积减少也比较明显.
(３)从空间分布情况上进行分析ꎬ整体上广陵区的风险类型分布为从西部向东部有增加的趋势. 风险

较高的区域主要为耕地ꎬ分布了众多的农村居民点又极易受到人为活动的干扰ꎬ生态环境脆弱ꎻ西北部主

要为轻度风险区类型ꎻ微度风险区大部分在广陵区市辖区ꎬ主要的景观类型就是建设用地ꎬ破碎化程度很

低ꎬ抗干扰能力强ꎬ风险值最低.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ꎬ本文探讨出研究区生态风险管控对策. 耕地密集覆盖区多属于中度风险区ꎬ其生

态风险源主要包括农业面源污染、土壤肥力流失ꎬ粗放式农业生产方式不仅带来了农药、化肥等污染物破

坏生态环境ꎬ同时也容易出现土壤组分侵蚀ꎬ增加风险区的生态风险程度ꎬ人为干扰度较大. 生态环境随

着土地利用变化而变化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林地和草地不断减少ꎬ建筑用地不断扩张ꎬ生态环境遭到破坏ꎬ我
们应该优化土地利用格局ꎬ增加植被覆盖率ꎬ实施退耕还林和还草政策ꎬ增加景观连通性ꎻ禁止建设用地向

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区、保育林区、重点旅游景区扩展ꎬ降低区域生态风险ꎬ加强土壤环境治理ꎬ减少高污

染的农药、化肥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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